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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培养与研究生教育的期待1 

——三位导师对我的影响 

孙庆忠 

摘要：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三位导师，用他们的言行阐释了为师之道。乌丙安先生对我的

影响是“美”，他的神情和妙语让我记忆犹新；黄淑娉先生带给我的是“真”，她的严谨和自律令我刻

骨铭心；沙莲香先生带给我的是“善”，她的责任和使命让我懂得学者的社会担当。通过现身说法，呈

现了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也在研究生教育的期待中揭示了导师立德树人的职责与使命。 

关键词：乌丙安；黄淑娉；沙莲香；研究生教育；真善美 

作者简介：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北京 100083。 

在我这一辈人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三位导师在不同阶段的教诲，不仅影响到了我对学问、对

生活的诸多看法，甚至影响到了我整个生命的节奏。2004 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生，15 年间带了 10 位学

生。2010 年我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到目前为止招收了 5 名学生。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导师培

养我的往事历历在目，就像标杆一样，让我时时以此为参照，做一名称职的老师，一名让研究生始终

心存期待的导师。 

（一） 

25 年前的硕士生阶段，我在辽宁大学跟随乌丙安先生学习民俗学。乌先生是 1929 年生人，1953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先生攻读民间文艺学专业研究生。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

时期被下放到乡村改造了九年零三个月，回到辽宁大学的讲台时他已经年过半百。在其后的 30 多年间，

他撰写了《中国民俗学》《神秘的萨满世界》《民俗学原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等

10 余部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乌先生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德国去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已数不清多少次想念他了。应该

讲，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民俗学的滋养全都来源于乌先生，他确立了我对学科认识的底色。他对我

的影响在哪里？除了他在课堂上随意洒落的精彩妙语，让我二十几年之后记忆犹新之外，我们师生之

间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就是上他的课，我竟然有过打盹睡觉的经历，这是 1994 年的事情。 

 
1本文根据作者 2019 年 8月 31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导师培训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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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届辽宁大学总共招收了 76 名研究生，而民俗学专业就占了 7 个名额。在民俗研究中心上

课时，我们围着乌先生，满心期待，说是着迷也不为过，那简直就是研究生期间最幸福的时刻。老师

的讲述如此精彩，为什么还睡觉呢？2006 年他受文化部之邀来北京参加一个“非遗”的会议，我们师

生在安徽大厦见面，我重提了这件令我愧疚的往事。我说：“12 年前在您的课堂上我曾打盹，您还轻

叩桌台叫了我的名字。也许这件事您早就忘记了，但我一定要告诉老师我那次瞌睡的原因。因为第二

天有您的课，头一天晚上竟然兴奋得一宿未眠！”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老师好像有点意外，他没有想到

我对多年前的课堂还有这般记忆。我之所以这样讲，没有半点故弄玄虚之意，我读研究生的日子，是

在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再体味到的兴奋中度过的。每一门课、每一堂课，都那么值得盼望。在学期间，

乌先生为我们讲授 4 门课，其中“民俗学原理”他讲了 180 个学时。他的课堂简直就是艺术的殿堂，

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平淡的日常生活在他的讲述中浸透着满满的人生智慧。多年之后，当我自己上

课略有心得并沉浸其中时，只要想到乌先生，我所有兴奋的情绪就会瞬间平息，那点因上课而带来的

得意和满足，一刻间削减到零。这就是老师对我的深度影响，他让我领会过课堂教学至高至美的境界。

作为一位老师，他带给我的是“美”。我沉醉其中，也希望自己的课堂能有点老师的影子，如果我的课

堂上缺乏了一份人文学科基本的美感，我会觉得对不住我的老师，也愧对我的学生。我从 1995 年开始

回到母校沈阳师范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24 年间从未间断下乡，目的只有一个，

希望我的课堂能够因为我自己的体验和我个人的采录而变得丰富多彩，像我老师当年影响我一样，让

我的学生感悟生活之美。 

而今，二十几年过去了，乌先生带给我的那份美依然可以瞬间占据我整个心灵，想到他的时候，

我还会久久无法平静，尽情地享受着他传达日常生活智慧的知识之美，就好像重新回归了他的课堂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觉得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如我这般幸运。我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的 16年间，每一

届学生的“民俗学”课堂，我都会在备课、讲课和课后不止一次想到乌先生。我也因此觉得老师的学术

思想可以因我的课堂而再度复活，是我们作为教师最大的幸福。尽管乌先生去世了，明明知道今生再也

不能相见，但我却始终能感受到他的精神与我同在。这是老师所传递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我已充分体会

到了这一点。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之后，我极力倡导开设“中国民俗学”课程，如今已经 16 年了。我觉

得不论学什么专业，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 

（二） 

1998 年，我到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黄淑娉先生，她是 1930 年生人，1947 年在

燕京大学接受教育，1952 年毕业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她曾参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而

后多年为林耀华先生做学术助手，是那一代学人当中出类拔萃的女学者。她 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

生，1987 年调入中山大学肩负起传承南派人类学的使命，直到 75 岁才退休告别讲台。作为中国人类

学领域第一位女性博士生导师，在 50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她对学术研究的激情，她的严谨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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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令我高山仰止、终身受益。她为学的时间很长，但门下的学生只有 7 位硕士和 7 位博士。我很幸

运能跟她学习，让我拥有了读书的高峰体验，让我对学问充满了敬畏之心。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这一届黄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国内的学生，4 门专业课是黄先生一个人

讲的。每每回首学习的过程，感动就会充溢心头。黄先生总会提前 5 分钟开门，总是在马丁堂铃声响

起之后说“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在我的记忆中，4 门课没有一堂课提前过一分钟下课。在 4 小时的课

程中，她会让我汇报 3 个小时，这是一周读书的心得。我相信很少有人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也正是在

她的催促之下，我在三年的学习时间里读了六年的书。上第一次课的时候，黄先生拿给我一摞手写的

书单，总共有 89 本。我说：“老师，我三年要读这么多书吗？”她说：“这是这学期这门课的书单，不

必全读，但是我指定的你一定要读。”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我读了 32 本书，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学

的认识从此有了一个基点。当然，这门课黄先生给我最大的冲击在于，她要求我读的每一本书她都跟

我同步阅读，她的讲授分享总能引导我急切地去看下一本书。年近七旬的老师如此这般，我哪里敢有

半点偷懒。因此，每周向黄先生汇报读书所得之后，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孙，这周的书读得

不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 

在我读博士期间，还有一件事刻骨铭心。1998 年中山大学招收了 166 位博士生，导师在培养学生

的各环节都拥有自主权。那时候，提交给研究生院的专业课成绩单只要有导师签字就可以了。因为是

跨专业读博，每门课的书我都看不过来，文章没有时间写，也不会写，便请求老师先给成绩，以便在

规定的日期内上交成绩单。黄先生说“我没有看到你的文章怎么给成绩呢”，于是就在盖有研究生院章

的单子上写下三个字“待审核”。我的 4 门课有 3 门待遇如此，她用行动教会了我如何对待学问，如何

对待培养学生的每一个细节。新学期补交作业之后，我急切地盼望老师的回音。第三天的下午，黄先

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里取成绩单。中山大学的校园布局中区是教学区，东区是学生区，西区是

教工住宅区，从东区到西区要走 15 分钟左右。黄先生给我两门课的成绩都是 85 分，虽然与我期待的

“优秀”有落差，但是我没有怨言，我不敢，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说话

不说一句废话，写文章不写一个错字，这是她与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前辈学者一起工作和学习

中训练出来的。等我拿着成绩单回到宿舍的时候，黄先生又打来电话说：“小孙，我想改变一下成绩，

因为不能仅仅看你最后交给我的这份作业，还要考虑到你一个学期的学习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决

定把两门课的成绩由 85 分改到 86 分。”我说：“能获得老师这样的评价我已经很满足了，成绩就不用

改了。”她说：“如果你现在不来的话，我就去你宿舍找你。”我拿着 85 分的成绩单跑到黄先生家时，

刀片、笔和一把尺子已经在桌子上摆好，她用刀片刮过之后，把两个 85 分改成了 86 分。 

这件事情也许在很多朋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难道只差一分吗？但事实上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学者为学、做事的态度，是老师对学生的最用心的评价。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学者的自律，是为师

者对自己的要求。我来中国农业大学之后，几乎每一年在研究生课堂上都会讲这个故事，也因此与 90

分相比，我的学生们可能更愿意将 86 分看作是我对他们最高的评价。 



  2019. 2 

4 

导师论坛 

如果说乌先生教给我的是“美”，那么黄先生教给我的是“真”；如果说乌先生的神情与妙语让我终

身难忘的话，那么黄先生的严谨与自律让我目睹了导师的最高境界。老人家已经 90岁了，每次和她视频

时候，她总是在手机的屏幕里带着微笑看着我，话语越来越少，但是我看到的依旧是那个游走于西南少

数民族村寨的女人类学家，目光坚定，一如当年。 

每一年我不知道会多少次想到黄先生，特别是在田野调查的时候。2019 年 1 月我和学生去云南宁

蒗摩梭人村落生活的半个月，以及刚刚在云南绿春哈尼族村寨调研的 20 天，我总会在某一个瞬间想到

我的老师，那一刻好像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讲述 1954 年她跟随林耀华先生在彝族地区调研的种种

经历，以及在数月劳顿后走铁索桥、过金沙江时的独特心境。2018 年 8 月和 2019 年 1 月，我曾两度

去小凉山摩梭人村寨，当车走到金沙江畔的时候，我特地说要停一停。那一刻间我不是为了欣赏金沙

江峡谷的壮美，只为能够在 60 多年之后与我老师在同一个地方，在精神上还能有一次相遇。 

我们调查的摩梭人村寨，20 世纪 30 年代有李霖灿先生的足迹，50 年代和 80 年代有詹承绪与和发

源两位先生的采访记录，他们进村路上的时间以月、以周计算，而今我们从丽江出发仅用 12 个小时。

虽然也是舟车劳顿，但与前辈学者的探究之路相比，真是不值一提。想到黄先生在西南走过 13 个民族

聚落，想到那么多留有她文字印记的村寨，我就会心生仰望之情。今天因为研究农村发展的缘故，我

能够有机会重走黄先生走过的路，这种幸福感一直洋溢心头。 

在村里调研的时候，有的学生会说这里生活很苦，农民的节奏难以适应。每当这个时候，我还是会

想到我的黄先生，想到 20年前她给我上课时讲到她在黔东南做调研的小事。她说早晨五点钟就醒了，静

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木头房子的天花板。为什么不动？怕自己的脚步声影响主人休息，只有透过不隔音的

楼板听到主人起身的声音时，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什么呢？看似平常，传达的却是对乡民

的尊重。她对自己的这份自律，对做学问的这份要求，是我们这一辈学者最缺少的。我多希望自己能在

生活里不时地体味这些看似琐碎却极具深意的往事，这也是一个老师对于学生产生深度影响的往事！ 

今年我在云南调研的时候，我的学生说：“老师，他年之后我们再来云南调研的时候，不仅仅会想

到李霖灿先生、詹承绪先生、和发源先生，也会想到黄淑娉先生和您！”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已老去，

而你们却依然能够记挂这片土地，记挂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以及

做学者、为人师所秉持的精神理念，也算有了一份遥远的回响。”这是我的第二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三） 

2001 年我博士毕业之后，一心想着要做两方面的研究：一是要做历史地理的研究，二是想进行社

会心理学的研究。我发现人类学研究向宽度和深度拓展，这两个领域是必要的，对我个人来说更是急

切的。我对心理学的研究涉猎太少，我想在人类学看似表层的民族志背后，去挖掘更深厚的个人和群

体的文化心理，也因此和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结下了师生之缘，走进了她的民族性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初，沙老师东渡日本，在东京大学研修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这是她研究中国人的起点，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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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多年里，对人的关切、对中国现代化之人格力量的探寻，贯穿其学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沙老

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研究，记录了中国人从“文化自知”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

的过程，更是一段生成民族智慧的心灵之旅。她的代表作《中国民族性》（一）（二）（三）是其忙碌笔耕

与深邃思索的集中呈现，不仅勾勒了中国民族性的研究轨迹，也熔铸了她对学问的倾情、对人之精神世

界的凝注，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正值 2001 年申奥成功，9 月初，在我跟老师见面的第一堂课上，她说：“小

孙，一个时机到来了。申奥的成功对于中国人整个的精神走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人文奥运这一重大

的事件就是中国民族性提升的契机。”也是在同一时期，她提出一个命题——“中国人比任何时期都需

要心理学”。在她看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我们的 21 世纪是可怕的，人

性的邪恶将会不断彰显。今天新世纪悄然间走过了将近 20 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就如魔咒一样被她

言中。所以我在每一年的“社会心理学专题”的课堂上，都会自然地想到我这位三个导师中最年轻的

一位。而今，她也已经 84 岁了。我的专题课上有一讲是固定的，“心灵环保：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心

理基础”，是讲给我学生的，更是献给沙老师的。 

回首博士后的两年，沙老师给我的深度影响是她的社会关怀，她希望能够寻找一种路径去破解中

国的现实问题。我对沙老师心生的敬爱之情，主要是源于她真心真情的责任和使命。这份使命意识也

总是不断地催促着我，跳出自己去看一个群体、看中国社会心态的整体走势。沙老师虽然年事已高，

但却如 20 年前一样，关注中国人素质对中国现代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寻找的依旧是改革开

放以来推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群体性格和内在动力。我每一次下乡，她都是一个“粉丝”级的追踪

者，她会问我今年假期去哪里，别忘了给她发照片，要告诉她那里的农民今天生活得怎样。所以，一

想到她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肩膀太窄、能力太弱，能为社会做的工作太少。在今年 6 月我们举办的

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研修班上，在结业仪式的讲话里，我问乡村青年，我们的生命和乡村建设有

关吗？当然有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村庄，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师生走过的每一个田野点，不就是今天

乡土中国的写照吗？当我们自己这样追问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个人的命运和整个乡土中国是紧密连接

在一起的，没有一刻游离。我也在问自己，孙庆忠你所做的事情和中国教育有关吗？当然有关。因为你

的每一次授课都是中国教育的一部分，都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展示着作为导师的精神品质。因

此，每一堂课能不能成为改变自己，继而提高学生生命质量的有效路径；能不能让我们在这简单的叙事

当中，在思想跃动过程中，还能够浅浅地感知到一份生命的质感，这是我一直追问的教育教学问题。 

今天重温三位导师对我的教诲，分享我从中体会到的“人性之美”和“为学之美”，感触尤深的是，

他们虽然从事的专业不同，个性差异极大，但是却从精神深处传递出了共同的理念——学者的高贵品

质和为人师的信念与素养。回顾自己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的日子，比照我的老师为培养后辈所付出的

心血，我知道“导师”这个名号对我有多么的重，有时甚至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在我们社会学系建系

20 周年的时候，当学生对每一位老师做口述采访的时候，我曾用三个词形容过老师的处境——如坐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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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表面上看，做老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当你赋予这个身份特别的意义时，

这个称号真的重如泰山。庆幸的是，我的三位老师都用他们的言行阐释了为师之道，都以现身说法的

方式，告诉我如何做一个最好的老师。尽管我做不到，但我知道做一个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 年第 2 期） 

 


